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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注《金刚经》
与唐朝三教合一政策的形成

徐新源
( 京都大学 人间·环境学研究科，日本 京都 606－8316)

摘 要: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行儒、道、佛三教合一政策的朝代，其中唐玄宗起到了
关键作用。在其执政后期，为了平衡知识界、宗教界的势力，稳固统治，更改了前期的抑佛崇道
政策，转而三教并重。他更是亲注《孝经》《道德经》和《金刚经》作为对这一政策的确认。《御
注金刚经》在开元二十三年最后颁布，这是唐玄宗拉拢佛教势力的关键一步，标志着三教合一
政策的最终成形。虽然执政后期的唐玄宗做出诸多崇佛举措，但并不意味着他成为虔诚的佛
教徒，反而更多是出于维持社会稳定的清醒政治考量。客观上，唐玄宗注《金刚经》的举动促
使了《金刚经》在佛教中地位的升格、在社会中的影响扩大，促进了三教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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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佛三教合一是中国宗教史上的重要命题，事实上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都不曾像唐朝那样在
政策上强调三教合一。唐玄宗时期，为了平衡知识界、宗教界的势力，稳固统治，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权
力，以注三教经典的方式，完成了对三教政策的确认。《御注金刚经》在开元二十三年( 735) 最后颁布，
标志着三教合一政策的最终成形。

一、唐玄宗注《金刚经》史事考

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六月三日，时任都释门威仪的僧人思有上奏一表，请唐玄宗注《金刚经》①。
《金刚经》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鸠摩罗什译名) ，是初期大乘佛教的代表性经典之一，也是般

若类佛经的纲要书。尽管不如禅宗极盛期时那么流行，但公元 735 年的中国，《金刚经》已经具备了相
当的影响力②。其实在这之前不久，有志于文治的玄宗已经分别在开元十年( 722) 和开元二十年至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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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房山石经本《御注金刚经》第一面底部题记云: “开( 元) 二十三乙亥之岁六月三日，都释门威仪僧思有表请。至
九月十五日经出，合城具法仪，于通洛门奉迎。其日表贺，便请颁示天下，写本入藏，宣付史官。……天宝元年八月十五
日立。”中国佛教协会《房山石经》隋唐刻经第三册，华夏出版社 2001年版，第 333－337页。

《金刚经》的六个汉译本此时已全部问世，译者分别是姚秦鸠摩罗什、元魏菩提流支、南朝陈真谛、隋达摩笈多、
唐玄奘和唐义净。其中最晚的义净的《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译成于 702年。唐玄宗所注为鸠摩罗什译本。而
唐玄宗以前就有慧净《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并注》、窥基《金刚般若经赞述》《金刚般若论会释》等多个注疏。



一年( 732—733) 颁布了御注的《孝经》和《道德经》①，而且在他的《御注道德经》中，还参入了佛教
思想②。
《御注金刚经》现存最完整的版本是北京房山云居寺藏经洞第八洞的石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御注

并序》，为天宝元年( 742) 顺义郡市令李大师合家捐刻，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吴梦麟先生最早发表录文［1］。
另有现藏大英图书馆的敦煌写本( S．2068) ，首尾残缺，约保存了房山石经本的 80%。日本花园大学教
授衣川贤次在吴梦麟校录的基础上，重新以房山石经本为底本，以敦煌遗书本和吐鲁番出土残片三片参
校，做出了迄今最好的整理本［2］。

为了完成这项艰难的“使命”，唐玄宗请教过道高望重的僧侣道氤。《唐长安青龙寺道氤传》: “( 道
氤) 撰《御注金刚经疏》六卷。初，玄宗注经，至‘若有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乃至罪业则为消灭’，虽提兔
翰，颇见狐疑，虑贻谬解之愆，或作余师之义。遂诏氤决择经之功力，剖判是非。奏曰‘佛力经力，十圣
三贤，亦不可测。陛下曩于般若会中，闻熏不一，更沈注想，自发现行’，帝于是豁然若忆畴昔，下笔不
休，终无滞碍也。”［3］98

开元二十三年九月十五日，一部由当朝皇帝御注的《金刚经》终于颁行于世③。不过这部象征着皇
朝正统思想的“宝书”，颁布的过程似乎并不顺利。
《御注金刚经》完成后，以时任中书令张九龄为首的群臣适时地连上两封状。第一封当作于张九龄

等人初次见到御注之时，《曲江张先生文集》( 下称《曲江集》) 题作《贺御注金刚经状》( 下称《贺状》) ，
状中群臣称玄宗的新注好像“日月既出，天下普照”:

右:内侍尹凤祥宣敕，垂示臣等《御注金刚经》。但佛法宗旨，撮在此经，人间习传，多所未
悟，陛下曲垂圣意，敷演微言，幽关妙键，豁然洞达。虽臣愚昧，本自难晓，伏览睿旨，亦即发明。
是知日月既出，天下普照，诚在此也。陛下至德法天，平分儒术，道已广其宗，僧又不违其愿。
三教并列，万姓知归。臣等忝奉天文，不胜荷戴无任庆跃之至。④

文中“平分儒术，道已广其宗，僧又不违其愿”“三教并列，万姓知归”等句，提示出《御注金刚经》在
平衡儒、道、佛三教以实现统治这一层面上的意义。此时玄宗御注的《孝经》《道德经》已经行世，而一旦
《御注金刚经》颁行，则“三教并列”的最后一块拼图就将就位。

果然，群臣很快就毕恭毕敬地阅读了御注，并上第二状，《曲江集》题作《请御注经内外传授状》( 下
称《请状》) ，恳请玄宗公开他的伟大作品，使天下人得以“朝闻夕死”:

右: 臣等今日于九龄处，伏见集贤院奉贺御注前件经，墨敕批答，兼九龄说。睿思幽赞，玄
关洞 ，微言奥旨，廓然昭畅。臣等近识，暗于大道，粗闻九龄此传，便若已有所得，欣戴感悦，
诚不克任。伏惟陛下天纵无方，有来斯应，万殊一贯，三教同归。伏望降出御本，许内外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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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御注《道德经》成书年代，据柳存仁《道藏本三圣注道德经之得失》，《和风堂文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75页。

龙晦认为:玄宗在注《道德经》时已受了唯识、天台的影响，不惜把自己认的老祖宗老子，用佛教去附会。这固
然与他个性夸诞、好显示自己的博通有关，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与他的宗教思想及宗教政策有关。见于《敦煌文献所见
唐玄宗的宗教活动》，载于《扬州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 1期，第 31页。

关于颁布时间，有不同记载。据前引房山石经本《御注金刚经》题记为“开( 元) 二十三乙亥之岁……九月十五
日经出。”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録》卷 14《总集群经录上之十四》载: “圣上万枢之暇，注金刚经，至( 开元) 二十三年著述
功毕。”( 大正藏 55册 878下) 王钦若《册府元龟》卷 51《帝王部·崇释氏》载: “开元二十三年九月，( 玄宗) 亲注《金刚经》
及修义诀。”( 中华书局影印明本 1960年版，第 575页) 与以上三者不同，［明］觉岸《释氏稽古略》卷 3引《大藏流行众经
目录》: “开元十九年，御注金刚经颁行天下。”( 大正藏 49册 825下) 从年代来看，前三个史料无疑可信度较高，且房山石
经本《御注金刚经》序云: “昔岁，述《孝经》以为百行之首，故深覃要旨，冀阐微言，不唯先王至德，实谓君子务本。近又
赞《道德》……凡有以理天下之二经，故不可阙也。今之此注，则顺乎来请。”可知其注《道德经》在《金刚经》之前。另外，
玄宗注三经，实有儒、道、佛的先后次序，以表明他的个人好恶及宗教政策，详见下文。故今取开元二十三年说。

参见张九龄《曲江集》卷 15《状》，四部丛刊景明成化九年韶州刊本 3a及《全唐文》卷 289，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第 2935页。



则冀明积劫之重昏，纳群迷于正觉。朝闻夕死，尚不足怪，顾此轻生，于焉何幸。臣等不胜忭跃
之至。①

所谓“前件”很可能就是指《贺状》。从《请状》看，张九龄似乎也参与了注疏讨论，即所谓“九龄说”
“九龄此传”，但其详细今已不可确知。状中再次出现了“三教同归”。显然，在张九龄等看来，对这一理
由的强调，能使玄宗更快下定决心。

但是，玄宗拒绝了他们的请求。我们从御批中看出了他的顾虑:

此经宗旨，先离诸相，解说者众，证以真空。僧徒固请，欲以宏教，心有所得，辄复疏之。今
请颁行，虑无所益。②

这则御批《曲江集》无题，《全唐文》题作《答张九龄请御注经内外传授批》，为编《全唐文》的清人所
加。从文意上看，谦虚的玄宗正在犹豫，要不要把他普普通通的“心有所得”公布于世。

关于张九龄等人与玄宗的状、批往来，《册府元龟》和《曲江集》的记载有出入。《曲江集》在第一封
《贺状》后附御批( 《全唐文》题作《答张九龄贺御注金刚经批》) ，显示玄宗接受了张九龄等人的建议，
“竟依群请”颁布《御注金刚经》:

不坏之法，真常之性，实在此经，众为难说。且用稽合同异，疏决源流。朕位在国王，远有
传法，竟依群请，以道元元。与夫《孝经》《道经》，三教无阙，岂兹秘藏，能有探详。所贺知。③

若然，则无法解释为何会出现第二封《请状》。《册府元龟》的记载与《曲江集》呈现出微妙的差异，
书中关于《御注金刚经》的对话如下:

( 开元) 二十三年九月，亲注《金刚经》及修《义诀》。中书令张九龄等上言: “臣等伏见御
注前件经及《义诀》。佛法宗旨，撮在此经，人间传习，多所未悟。陛下曲垂圣意，敷演微言，幽
阐妙键，豁然洞达。虽臣等愚昧，本自难晓，伏览睿旨，亦既发明。是知日月既出，天下普照，诚
在此也。陛下至德法天，平分儒道，已广度其僧，又不违其愿。三教并列，万姓知归，伏望降出
御文，内外传授。”

帝手诏报曰: “僧徒固请，欲以兴教。心有所得，辄复疏之。今请颁行，仍虑未惬。”
检校释门威仪僧思有奏曰: “自像教西流，贝文东译，学传师口，凡今则多。注诀圣情，前

古未有。臣请具幡花，奉迎于敬爱寺，设斋庆贺其御注经。伏乞示天下，宜 ( 宣) 付史官。”
许之。［4］

为便于对比两部文献的差异，笔者针对“张九龄等上言”和“帝手诏”内容制作了对照表，涉及文意
理解的异文加着重符号( 见表 1) 。

比较可知，《册府元龟》“张九龄等上言”文本，第一段、最后一段与《曲江集》卷 13 的《请状》也就是
第二状基本重合。《册府元龟》编者在第一段相同位置把“墨敕批答，兼九龄说”改作“及《义诀》”，则
《义诀》可能为张九龄所作的《御注金刚经》修改意见。中间一大段与卷 15的《贺状》也就是第一状基本
重合，其中《册府元龟》“平分儒道，已广度其僧，又不违其愿”，《曲江集》作“平分儒术，道已广其宗，僧
又不违其愿”，这例异文的出现应该是传抄致误。若依前者，则更强调玄宗注《金刚经》是对佛教徒愿望
的满足，但“广度”即普度众生，称皇帝“广度其僧”似乎不妥; 若依后者，则强调玄宗对三教都做出了杰
出贡献，于文意似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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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张九龄《曲江集》卷 13《表状》，四部丛刊景明成化九年韶州刊本 13a及《全唐文》卷 288，中华书局 1983 年
版，第 2929页。

参见张九龄《曲江集》卷 13《表状》，四部丛刊景明成化九年韶州刊本 13b 及《全唐文》卷 37，中华书局 1983 年
版，第 402页。

参见张九龄《曲江集》卷 15《状》，四部丛刊景明成化九年韶州刊本 3b及《全唐文》卷 37，中华书局 1983年版，第
405页。



表 1 《册府元龟》“张九龄等上言”和“帝手诏”对照表

相关人物 《册府元龟》卷 51 《曲江集》卷 13、卷 15

张九龄等
上言

( 开元) 二十三年九月，亲注《金刚经》及修
《义诀》。

中书令张九龄等上言: 臣等伏见御注前件经
及
獉
《义诀
獉獉

》。
臣等今日于九龄处，伏见集贤院奉贺御注前件

经，墨敕批答
獉獉獉獉

，兼九龄说
獉獉獉獉

。( 《请状》)

佛法宗旨，撮在此经，人间传习，多所未悟。陛下
曲垂圣意，敷演微言，幽阐妙键，豁然洞达。虽臣
等愚昧，本自难晓，伏览睿旨，亦既发明。是知日
月既出，天下普照，诚在此也。陛下至德法天，平

獉
分儒道
獉獉獉

，已广度其僧
獉獉獉獉獉

，又不违其愿
獉獉獉獉獉

。三教并列，万
姓知归。

但佛法宗旨，撮在此经，人间习传，多所未悟，陛下
曲垂圣意，敷演微言，幽关妙键，豁然洞达。虽臣愚
昧，本自难晓，伏览睿旨，亦即发明。是知日月既
出，天下普照，诚在此也。陛下至德法天，平分儒

獉獉獉
术
獉
，道已广其宗
獉獉獉獉獉

，僧又不违其愿
獉獉獉獉獉獉

。三教并列，万姓知
归。( 《贺状》)

伏望降出御文，内外传授。 伏望降出御本，许内外传授。( 《请状》)

帝手诏 帝手诏报曰:

僧徒固请，欲以兴教。心有所得，辄复疏之。

今请颁行，仍虑未惬。
僧徒固请，欲以宏教，心有所得，辄复疏之。今

请颁行，虑无所益。( 《请状》御批)

其后“帝手诏”的回复内容与《曲江集》卷 13《请状》的御批重合，不载《贺状》御批。也就是说，根据
《册府元龟》的记录，唐玄宗用《请状》御批拒绝了张九龄等人的颁行请求，直到当初名义上请他注经的
思有出面奏请，玄宗才“许之”。思有的奏《全唐文》卷 922题作《请宣示御注金刚经奏》( 下称《请奏》) 。

衣川贤次曾对此做过解释［2］。他认为《册府元龟》的叙事逻辑是把《曲江集》中所收的《贺状》与
《请状》两文合二为一称为“张九龄等上言”，且《贺状》在《请状》前成文( 这一点笔者同意) 。他把时间
顺序考订为:开元二十三年六月三日前，玄宗便已“完成初稿”，因此张九龄等献《贺状》，玄宗御批表明
《金刚经》的思想意义，并且说明注释是受僧人的恳请而作的( 这是衣川氏对《贺状》御批内容的解释) 。
此后张九龄等又上《请状》，玄宗御批表示犹豫( 对《请状》御批内容的解释) ，于是询问思有。到了六月
三日，思有仍表请颁行。玄宗因得到思有的称赞，决定颁行，但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修改，九月十五日才允
许颁行天下。换句话说，衣川贤次认为房山石经本所谓“开( 元) 二十三乙亥之岁六月三日，都释门威仪
僧思有表请”中的“表请”指的是思有《请奏》一文，其时玄宗“初稿”已成，思有请求颁行此稿。而上文
提到的张九龄、唐玄宗的往来状、批全都成文于六月三日以前。

笔者对衣川氏的考证有一点不同意见，《册府元龟》所记事件不应发生在六月三日及以前。现存
《曲江集》的编订者并没有按成文顺序排列篇次，这一点从韩理洲对全唐文诏敕的编年可知①，所以我们
只能从文意判断成文先后。细味文意，笔者认为并无证据证明存在一个六月三日前完成的《御注金刚
经》初稿，若有，则房山石经本的题记不应该不述玄宗作注的起始时间，而从初稿完成后思有表请颁行
说起。一来不符合常人的叙事习惯，二来《御注金刚经》本就不是一部无人请求就不颁行的著作，它和
国家政策息息相关，是继御注《孝经》《道德经》之后“三教合一”的最后一环，所以哪位臣子何时请求君
王颁行，这件事并不那么值得一书。而且据《册府元龟》所述，“( 开元) 二十三年九月……中书令张九龄
等上言”，文意连贯，似无倒叙至六月的必要。最后的“许之”干脆直接，看不到再行“修改三个月”的痕
迹。另一方面，我们再回顾房山石经本题记: “开( 元) 二十三乙亥之岁六月三日，都释门威仪僧思有表

獉
请
獉
。至九月十五日经出，合城具法仪，于通洛门奉迎。其日表贺

獉獉獉獉
，便请颁示天下，写本入藏，宣付史官。”

可以肯定“表请”和“表贺”是两件事，“表请”显然发生于六月三日。那么“其日表贺”的“其日”当指九
月十五日，“表贺”的主语很有可能就是前一句的主语都释门威仪僧思有，“便请颁示天下，写本入藏，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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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理洲主编《全唐文诏敕考辨》( 三秦出版社 2017年版) 对《全唐文》诏敕部分做了编年。清编《全唐文》卷 37
的唐玄宗答张九龄批部分的文本，便来自于《曲江集》卷 13至卷 15表状后附的御批。



付史官”一语恰与《册府元龟》所载《请奏》的“伏乞示天下，宜( 宣) 付史官”同义。在现有史料的条件
下，似乎认为《请奏》等同于九月十五日的“表贺”才是更合理的意见。

除此之外，细味《曲江集》中的两篇玄宗御批的行文，《贺状》御批相比于《请状》御批更乐观自信，
在心态上更接近颁布前的状态，也更符合“群臣力劝，皇帝谦虚”的模式。“岂兹秘藏，能有探详”一句表
示愿意把作品公之于众，所以笔者不同意衣川氏指出《贺状》御批只是说明注经原因，而认为此句的写
作，似乎应定在注经已完成且距正式颁布不远的这段时间。考虑到《册府元龟》不载《贺状》御批，笔者
想提出一种假设，即《曲江集》卷 15 的《贺状》御批为误植，这篇诏书为玄宗答思有《请奏》而作，而《册
府元龟》最后的“许之”，或即指涉此批。至于房山石经本题记所谓思有在六月三日“表请”玄宗注经，其
具文今已不存。玄宗对《贺状》如何回应? 有两种可能，其一，玄宗未批复《贺状》，或者用《请状》御批
一次性拒绝了《贺状》《请状》，因此《册府元龟》把两状概括为“张九龄等上言”; 其二，玄宗确实批复了
《贺状》，但原文已佚。要之，玄宗拒绝了张九龄，同意了思有，这点《册府元龟》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表 2 《御注金刚经》成书过程本文作者与依川贤次考证对照表

时间 本文考证 衣川考证

开元 23年
6月 3日前

玄宗作注初稿
张九龄等上《贺状》

御批说明
张九龄等上《请状》

御批拒绝

6月 3日 思有表请 思有上《请奏》

6－9月 玄宗作注

9月 张九龄等上《贺状》《请状》

御批拒绝
思有上《请奏》

御批同意

玄宗修改

9月 15日 颁行 颁行

因为唐玄宗御批中多次强调“僧徒固请”“竟依群请”云云，有学者就此以为玄宗是应僧人的请求而
为《金刚经》作注并颁行天下的。而他之所以选择此经，主要是因为此经最能体现“佛法宗旨”，最能“稽
合同异，疏决源流”［5］。虽然唐玄宗注《金刚经》的起始确实是思有的“表请”，但这么说还是没有看透
玄宗注经的本质，如果皇帝想要颁布御注，那么没有人能拦得住; 反之，如果皇帝本来就没有注经的打
算，那么也没有人能劝得动。所谓“竟依群请”不过是玄宗自导自演的戏，使他颁行御注之事更加顺理
成章。他对张九龄等请求颁布时的谦虚犹豫也是同理，实际上，以皇帝的九五之尊，无论其作品怎么偏
离所谓“宗旨”，天下人也会跪拜着接受它。这样的戏码，在中国古代宫廷中绝不鲜见。在这一幕中，宰
相张九龄自然总是出演那个御用配角。他集子里另一篇《请御注道德经及疏施行状》就可以证明这
一点:

右: 臣等伏以至道无名，常善救物，所以镇彼浇竞，登诸福寿，而古今殊论，穿凿多门，徒广
津梁，何阶阃阈。伏奉恩敕，赐臣等于集贤院与诸学士奉观《御注道经》及疏本。天旨玄远，圣
义发明，词约而理丰，文省而事惬，上足以播玄元之至化，下足以阐来代之宗门。非陛下道极帝
先，勤宣祖业，何能迴日月之晷度，凿乾坤之户牖。使盲者反视，聋者耸听，蒙蔽顿祛，沉迷有
适。凡在率土，实多庆赉，无任忻戴忭跃之至，请宣付所司施行。①

·92·

① 参见张九龄《曲江集》卷 13《表状》，四部丛刊景明成化九年韶州刊本 11a及《全唐文》卷 288，中华书局 1983 年
版，第 2927页。



可见，就在一两年前，张九龄就已经代表群臣恳请玄宗施行他据说能“使盲者反视，聋者耸听，蒙蔽
顿祛，沉迷有适”的《御注道德经》。那一次，玄宗一次性地答应了:

先圣说经，激时立教，文理一贯，悟之不远。后来注解，歧路增多，既失本真，动生疑误。朕
恭承余烈，思有发明，推挍诸家，因之详释。庶童蒙是训，亦委曲其词，虑有未周，故遍示积学。
竟无损益，便请宣行。朕之不才，甘失旨于先帝。卿等虚美，岂不畏于后生。循环此情，未知所
適。可广示朝廷，有能正朕之失者，具为条件，录姓名以闻，当别加重赏。①

不过仔细品味御批，玄宗答应得倒也没那么爽快。似乎在说“朕之不才，甘失旨于先帝。卿等虚
美，岂不畏于后生”的时候，他显得有些愤愤不平，而在说“循环此情，未知所适”的时候，他又显得颇为
无奈。

无论如何，我们明显看得出，这一来一去、半推半就之间，玄宗作为一个谨守谦逊美德而又难掩才华
的明君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了。恐怕很难把这解释为皇帝应臣子之委托注《道德经》吧?

二、唐玄宗注《金刚经》与三教合一

8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随着宗族的逐渐瓦解，社会流动的愈发频繁，思想文化的自由宽松，信仰的边
界开始模糊起来。这个时代开放昂扬的风气，孕育了文学的繁荣，而在思想领域，南北朝以来的儒、道、
佛三教合流成了民间的主流思潮和官方的宗教政策。

在民间，以礼法为基础的传统儒家生化模式和观念系统濒临崩溃，宗教对超验世界的美好许诺，吸
引着富裕士人［6］。在官方，经历了唐初三帝( 高祖、太宗、高宗) 时期的“三教共存、道先佛后”政策;武则
天与唐中宗时期的“三教共存、佛先道后”政策;唐睿宗时期的“三教并行、不分先后”政策。三教并行格
局已经形成［7］［8］［9］。

李唐皇室自认为是老子李耳后人。出于发自内心对道教的特殊情感，终其一朝，唐玄宗先后追封老
子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
人”，庚桑子为“洞虚真人”，甚至追封农民起义的理论指导者张陵为“太师”;他命令士庶家藏《道德经》
并增加其在科举中的比重;他优待道士、女冠，广兴道观，仅长安就造了九座［1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粗
检《全唐文》，由卷 26《禁坊市铸佛写经诏》( 开元二年) 、卷 28《禁士女施钱佛寺诏》( 开元九年) 、卷 30
《禁僧徒敛财诏》( 开元十九年) 、卷 30《澄清佛寺诏》( 开元十九年) 等一系列诏书可知，玄宗打压佛教势
力可谓不厌其烦。从早期的宗教政策来看，他因致力于扫清武则天崇佛政策留下的遗产，抑制过于狂热
的佛教势力，实行了遣散伪滥僧尼、禁止建寺写经等政策，可以说仍然延续了几位先皇极力打压某教而
推崇另一教的传统:唐前期那些生活在战争之动荡或政变之不安的阴霾下的皇帝，无论选择崇道抑佛还
是崇佛抑道，究其根源，都是在设法制衡各方势力以为己之统治服务。

但随着执政深入，唐玄宗逐渐意识到自己正在面对的其实是空前和谐的局面。儒学随着意识形态
的垄断和应试的教条化，沦为辞藻与韵律的附庸;道、佛经历了东汉末年以来的发展，已在社会各阶层站
稳脚跟，谁也不能盖过谁。曾几何时争论不休、剑拔弩张的三教议论，已然偃旗息鼓，甚至在不久的将来
沦为皇帝生日宴会上的娱乐活动［11］。那么，像他这样头脑清醒的君主当然不会不知道，现如今保住既
成的和谐局面才是最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政权延续的。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玄宗的佛教政策明显呈现出
从抑制到推崇的转变。

开元十二年( 724) ，玄宗到东都，命菩提流志、善无畏随驾。十三年( 725) ，玄宗又命义福随驾。几
年下来，他到东都还带过道氤、良秀、法修。十五年( 727) ，一行圆寂，帝为辍朝三日，并亲制塔铭。二十
六年( 738) ，命天下各州郡立龙兴、开元二寺。二十九年( 741) ，河南采访史汴州刺史徐浣奏请道士僧尼
女冠有犯，望准道格处分，州县官不得擅行决罚，违者处罪。玄宗准奏。天宝三载( 744) ，玄宗敕令州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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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张九龄《曲江集》卷 13《表状》，四部丛刊景明成化九年韶州刊本 11b 及《全唐文》卷 37，中华书局 1983 年
版，第 403页。



政府铸金铜天尊和佛像各一躯，分送开元观、开元寺。天宝五载( 746) ，不空为玄宗进行了灌顶仪式，皈
依佛门，成了“菩萨戒弟子”［12］。要知道，二十五年前的开元九年( 721) 他已经受司马承祯之法箓皈依
道教［13］。

特别应注意的是，不能对玄宗执政后期崇佛的虔诚性抱有太多期待。最明显的证据就是玄宗强制
执行僧尼拜君亲政策。佛教教义规定佛教徒只能跪拜佛祖释迦摩尼，对世俗的一切人，即使是父母或君
主，也不能跪拜。因为这一规定与儒家忠孝原则抵牾，历来频遭儒家官僚指责为违背纲常，自东晋慧远
作《沙门不敬王者论》以来，佛教势力从未停止过抗争，可谓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一大尖锐冲突。唐朝
僧尼拜君亲与否，政策上多有反复。据砺波护先生的细致考证，玄宗朝以前唐朝政府有过两次推行僧尼
拜君亲政策的尝试。唐太宗贞观五年( 631) 诏令“僧尼、道士，致拜父母”［14］，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僧
尼、道士反而“坐受父母之拜”，但可能因为阻力太大，仅两年后便废止。随后高宗龙朔二年( 662) 诏令
研讨“欲令道士、女冠、僧尼，于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①相关事宜，寻求扩大致拜范围，引发
宗教界强烈反抗，从结果来看可能没实行就被撤销。直到玄宗开元二年，诏令“自今已后，道士、女冠、
僧尼等，并令拜父母”②，这是玄宗朝初期打击佛教的诸多举措之一，当时已然无力招架的佛教徒似乎没
有做出成气候的反抗就接受了。到了开元二十一年，尽管如前所述玄宗已经有了“崇佛”举措，还是诏
令僧尼和道士、女冠一样，对君主“称臣子之礼”并“兼拜其父母”③，而此时的宗教势力也没有留下丝毫
抵制的痕迹。这一政策，到了肃宗上元二年( 761) 才撤销。玄宗表现出“崇佛”行为的同时却终其一朝
不改僧尼拜君亲的政策，这是此前唐朝历代皇帝没做成的事，直到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政府控制力减弱
才废除，足以说明他虽皈依佛门，却并不把信仰看得比政治权力更重。砺波护称此时的玄宗在三教调和
的口号下，推动的是“培养镇护国家的佛教”［15］。
“三教”作为宗教政策在唐代的出镜率非常高。历代正史中，“三教”一词共出现 69次，仅《旧唐书》

中就出现了 24次④。《全唐文》出现“三教”一词竟高达 74 次，如“三教归一”( 卷 160) 、“惟此三教，并
自心修”( 卷 130) 、“三教俱设”( 卷 176) 、“三教同归”( 卷 240、卷 531) 、“六德六行六艺三教备而人道毕
矣”( 卷 236) 、“圣策以三教立言”( 卷 295) 、“周流三教”( 卷 490) 、“三教并行，殊途一致”( 卷 860) 、“兼
闲三教”( 卷 930) 、“三教皆可遵行”( 卷 922) 。无论是士大夫、道士还是佛弟子都有述及，也难怪宰相张
九龄的状要频繁提及“三教并列”“三教同归”，玄宗要强调“三教无阙”了，“三教”已经成了这个时代最
突出的命题，同时也成了几乎不经大脑的口号套话。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把视线转回开元二十三年九月十五日的宫廷，时任释门威仪的僧人思有也
许在这幕剧中扮演了一个微妙的角色。我们姑妄猜测，为什么玄宗在颁布《御注道德经》时一次性答应
下张九龄等人的请求，而在颁布《御注金刚经》时拒绝了群臣，直到思有请求后才同意颁行?

释门威仪一职，史籍中仅此一例。但是唐代有道门威仪一职，负责“统摄”“监领”等道教内部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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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道宣《广弘明集》卷 25《僧行篇第五之三·今上制沙门等致拜君亲敕一首》( 大正藏 52册 284上) 、彦悰《集沙门
不应拜俗等事》卷 3《胜朝议不拜篇第二·今上制沙门等致拜君亲敕一首》( 大正藏 52册 455中) 及《全唐文》卷 14《命有
司议沙门等致拜君亲敕》，中华书局 1983年版，第 165页。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 113《令僧尼道士女冠拜父母敕》，商务印书馆 1959年版，第 588页，及《全唐文》卷 254
《令道士女冠僧尼拜父母敕》，中华书局 1983年版，第 2571页。

《全唐文》卷 30( 中华书局 1983年版，第 341页) 采用通行明刊本《册府元龟》卷 60《帝王部·立制度》( 中华书
局影印明本 1960年版，第 672页) 作“无拜其父母”，并题作《令僧尼无拜父母诏》。因《全唐文》影响较大，造成了道端良
秀、镰田茂雄等学者误读。砺波护据《唐大诏令集》卷 113《僧尼拜父母敕》( 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589 页) 及静嘉堂
藏、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内藤湖南旧藏两部明抄本校正，文见砺波护: 《唐代における僧尼拝君親の断行と撤回》，
《東洋史研究》1981( 02) : 237，中译见《隋唐佛教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04页。

《南齐书》1次，《周书》5次，《隋书》2次，《北史》6次，《旧唐书》24次，《新唐书》13次，《宋史》7次，《辽史》2次，
《金史》2次，《明史》7次。



开元二十一年在史籍中首次出现。担任道门威仪使的既是道官，也是道门中的领袖①。思有的形象尽
管模糊，但是不难想象，一个可以奏请皇帝的佛教领袖，一定有着令人艳羡的地位与权力。有意思的是，
除了地位与权力，他还得到了一样特殊的恩惠———唐玄宗给的面子。

就像之前提到的，皇帝既然已经决定颁布《御注金刚经》，那么他要做的只不过是找个合适的时机
接受臣子的恳求罢了。唐玄宗知道，他的“三教并行”政策的最后一块拼图就是《御注金刚经》。面前的
释思有，代表了整个国家的佛教徒，这些信仰者可能在御注《孝经》《道德经》问世之时，就开始苦苦等待
了，等待着正统思想与秩序的象征者———皇帝，兑现这最后的、久违的拼图。这时候，“御用配角”张九
龄就成了一个绝佳的衬托者:利用他的被拒，衬托思有的一言千钧。

当然，无论这个猜测成不成立，它都不过是玄宗努力拉拢佛教势力的诸多举措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
而已。

三、余论

《金刚经》注成之后，在唐代影响很大②。玄宗曾经请教过的道氤被要求为之作疏《御注金刚波罗蜜
宣演》，后者也凭借在西明寺、崇福寺讲此疏收获了巨大的声誉。《唐长安青龙寺道氤传》: “续宣氤造
《疏》矣。四海向风，学徒鳞萃，于青龙寺执新《疏》，听者数盈千计，至于西明、崇福二寺。”［3］

从都城到地方，宣讲活动频繁。开元二十三年( 735) ，为庆祝玄宗“著述功毕，释门请立般若经台，
二十七年其功终竟。僧等建百座道场。七月上陈墨制，依许八月十日安国寺开经。九日暮开西明齐集。
十日，迎赴安国道场，讲御注经及《仁王般若》”［17］。位于都城长安的大安国寺由皇室供养，具有很强的
政治色彩，如此快地跟进朝廷的宗教政策并不奇怪。开元二十九年( 741) ，大安国寺还任命僧侣释道
建，到沙洲主持授戒仪式，宣讲《御注金刚经》及《法华经》《梵网经》等③。从沙洲的情况，完全可以推测
宣讲《御注金刚经》这一政治宣传行为，由中央政府推动，从长安辐射到了全国。房山石经《御注金刚
经》的捐刻者，来自顺义郡的市令( 管理市场的小官员) 李大师可能就是在当地接受了宣讲。另外，长安
的兴唐寺里甚至有以《御注金刚经》命名的寺院④。

以《金刚经》为题材的变文俗讲的涌现，说明该经在唐代下层人民中越来越受欢迎［18］。唐代中后
期，禅宗在中国的影响力逐渐增大。《御注金刚经》挟帝王之力行世，与唐代禅宗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 本文蒙京都大学李弘喆博士指教，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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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eror Tang Xuanzong’s Annotations of the Diamond Sutra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Policy of the Syncretism of Three Ｒeligions

in the Tang Dynasty

XU Xin-yuan
(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Kyoto University，Kyoto 606－8316，Japan)

Abstract: In Chinese history，the Tang Dynasty was the first one to implement the policy of unifying Confu-
cianism，Taoism and Buddhism as one，and Emperor Tang Xuanzong played a key role in it． In the later ruling
period of Emperor Tang Xuanzong，in order to balance the power of the intellectual and religious circles and to
stabilize his rule，he changed the earlier policy of restraining Buddhism and advocating Taoism，and turned to
attach equal importance to the three religions． He personally annotated Filial Piety，Tao Te Ching and the Dia-
mond Sutra as his confirmation of this policy． Tang Emperor’s annotation of Diamond Sutra was finally releasd
in the twenty－third year of Kaiyuan Period，which was a key step for Tang Xuanzong to win over the Buddhist
forces，and marked the final formation of the policy of the syncretism of the three religions． Although Emperor
Tang Xuanzong adopted many measures for worshippimg Buddhism in his later ruling period，it did not mean
that he became a devout Buddhist，but more for the sober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to maintain the social stabili-
ty． Objectively speaking，Tang Xuanzong’s annotations of the Diamond Sutra promoted the upgrading of the
status of the Diamond Sutra in Buddhism，expanded its influence in the society，and enhanced the syncretism
of the three religions．
Key words: Emperor Tang Xuanzong; annotations of the Diamond Sutra; Zhang Jiuling; the syncretism of the
three reli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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